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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性二字，古字通用，其意涵却大为不同，可区分为生性、气性两套概念结构。通过对
先秦文献和历史事实的系谱学梳理，我们发现生性概念关联着天命、民意、君德，构成一个万物
共生、同足大欲的主体间性概念群。气性概念关联着命、礼、私德，构成一个个人趋利避害、自
求多福的主体性概念群。生性多见于周初文献，而气性则晚出在春秋中后期。两组概念的嬗变伴
随着以气代天和仪礼分裂的思想史、政治史事件。可以说，在春秋中叶主体间性和民德理想已经
失落，而孔子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用仁勾连气、天，以道德情欲升华自然情欲，以此规避情欲异化
和主体性的自私，用一种既复古又革新的仁学守护了民生、民德。这之后的儒学大师如孟子、荀
子，都承续着孔子所指明的厚生爱物之理想，而其继往开来就是中华民族刚健自强、生生不息的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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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注《说文解字》“人”字条注曰: “性，古文以为生字。《左传》: ‘正德、利用、厚生。’《国
语》作‘厚性’。是也。”① 俞樾《群经平议·孟子二》曰: “性与生，古字通用。”② 在甲骨文、金文
和出土文献中，往往有“生”而无“性”，如汉墓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 《五行》篇曰: “循草木之
生而生焉，而无仁义焉。……循人之生而蔚然知其好仁义也。”③ 可见，生字早出，性字晚出，在古
文献中生性混用的例子很多，单从字面上是无法区分这两个概念的。
在《说文解字》中，东汉许慎对 “生”的定义是: “进也。象草木生出土上。凡生之属皆从
生。”对“性”的定义是: “人之阳气，性善者也。”“生”指世间万物的生长活动，在人则是“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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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性也”，亦即自然情欲①，这是无分善恶的。“性”则专指人性的伦理道德层面，这是纯善的，且
与气密切相关。许慎基于汉代经学家的视角，使生、性二字从意义上区分开来。本文将继承这点，统
称自然之“生”为生性，伦理之“性”为气性。
然而，生性果如许慎所释无关乎道德伦理吗? 气性又真的是善吗? 笔者以为不然。倘对西周、春
秋文献做一番探赜，会发现生性概念出现较早，且关联着天命、民意，又常作 “生生”，这就从一人
之生扩充到万民共生，道德内涵亦因之而起。而气性概念则出现较晚，且关联着气、命、礼等概念，
强调个人修养，以期趋利避害。倘以西学概念对观，则生性概念侧重主体间性，气性概念侧重主体
性。不过，西方进路却正相反。在基督教时代，彼岸世界压抑此岸世界，上帝本体压抑人类主体; 文
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对此的反拨又导致主体性的过度张扬，以至于人成为新的上帝，理性和
感性相继成为压迫性力量，阻碍着人对真实自我的认识，即一个世俗而非神圣、理欲平衡而非冲突分
裂的我，他既不否定自身也不凌驾世界。因此，西人是从主体性转入其反题主体间性的。这种思想直
到尼采 19 世纪末提出视角主义，胡塞尔 20 世纪初提出主体交互理论才得以站立，却又始终站不稳，
因为他们对于如何协调主体间的关系缺乏相关思想资源。时至今日的英美政派中，自由和保守仍是争
论不休的两大阵营，有主张极度社会化趋于宗教团体的一极，也有主张极度个人化趋于孤独原子的
一极。
而在中国，东周以前的文献中并没有类似西方的创世神话② ( 而这是生成彼岸世界和本体论的重
要资源) 。其生性概念所蕴含的主体间性思想，更将民意与天命结合起来，主张对国人要生长、求足
欲的合理要求，君主应顺并协调之，此为有德且能常葆天命。这也与中东古国的神权统治有着极大差
别。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热情赞颂“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之兴亡
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其核心在“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③。笔者
以为，这大概便是孔子常欲梦见周公的原因。然而，随着气性概念及主体性思想的不断张扬，中国文
化中要求戒备、压制情欲的声音也越来越大，个人自求避祸的理想远远抛开了国人的幸福事业。同
时，东周以后的文献中也开始出现关于神仙彼岸世界的神话传说④，世界被从本体 ( 比如道) 中创造
出来。可见，生性、气性两概念的兴替乃中国思想史继商周转变后又一重要的转捩点。笔者以为，对
此不妨借助西哲尼采所开创的系谱学 ( Genealogy) 方法，通过探究概念演变生发处的社会、政治、
经济、文化力量博弈，既厘清传统，也为今日社会贡献一些可资参校的宝贵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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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欲概念在中国哲学中，除儒家明里暗里地提倡襄助外，往往是被消极对待的。先秦墨家节用、道家寡欲，势均极盛。到秦
汉，新法家韩非、贾谊均主张君子心静无欲以反照万物之理，把悬搁欲望当作认识论的初步。新儒家董仲舒主张性阳情阴、
克己爱人，仅允许合于公羊学天理的情欲满足，将道德无限拔高到“杀人”的地步。汉代经学深受法、道家影响 ( 马端临、
钱穆对此均有充分论述) ，故能一变而为魏晋老学，对情欲戒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连最感人的音声乐也被论为无情，又用服
药取代了食谷，样样跟常人情欲作对。直至王弼、向秀、郭象主张圣人有情，情欲才被稍稍挽回，可这些圣人又是无为的，
所以实在不能体会真实情欲。唐代佛学实承叙老学基本思想，连当时力主儒家复兴的李翱也不免受佛老影响而主灭情。直到
宋代，随着近世市民社会的成熟化，象征平民最大特质的情欲才被道学家们肯定，但又在概念中做了严苛限定。情欲，又作
人欲、物欲、私欲，特指罔公顾私、伤害他人的异化情欲，这种限定客观上把自然情欲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孝亲、友爱、
夫妇等道德情欲解放了出来，终于有了一种健康的情欲哲学。本文将不惮使用和畅谈情欲，但也是有所区分的: 情欲的基础
是自然情欲，即生性，这是孟子所谓的“种之美者”，天然静好。情欲的社会形态则有两种: 一是自然情欲符合社会公益，即
生生，笔者称之为道德情欲，这是孟子所谓“熟之而已矣”; 二是自然情欲无视社会公益，笔者称之为异化情欲，这是孟子所
谓“西子蒙不洁”者。
④ 张光直: 《青铜挥麈》，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年，第 150 页，第 153 页。
王国维: 《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231 页、第 232 页、第 244 页。
一、商周文献中的生性概念组: 天命、民意与君德
商朝末年发生了一件事，即西伯戡黎。黎是商王朝西北部作为其屏障的一个小国 ( 今山西长治
南面的壶关境内) ，戡黎是西周进取中原道路上的重要战略步骤，因为这里已离朝歌 ( 今河南鹤壁)
不远了。此事引发商朝上层巨大震动。《史记·殷本纪》载: “及西伯伐饥国，灭之，纣之臣祖伊闻
之而咎周，恐，奔告纣”。而其所奔告的内容，见载于今文《商书·西伯戡黎》:
( 祖伊) 曰: “天子! 天既讫我殷命。……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戏用自绝，故天弃我。
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丧，曰: ‘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挚，今王其
如台?”
王曰: “呜呼! 我生不有命在天?”
祖伊反曰: “呜呼! 乃罪多，参在上，乃能责命于天?”
祖伊告诉纣王，因为你的行为自绝于天，所以殷的天命就要完结了。而纣王非常疑惑，难道天不
是站在我这边的吗? 这段对话揭示了商代末年的两种天观: 纣王代表着神意 /宗法天观，殷人认为历
代祖先都和天神在一起守护着殷的天命，儿子有错，神父神祖总不会自斩血脉，放弃血食吧? 所以理
所当然地认为我生有命在天。祖伊则代表着更为先进的民意天观，天弃殷其实就是民弃殷，“我民罔
弗欲丧”才是最可怕的①。这里出现了“天性”概念，它和本文讨论的生性、气性是什么关系呢? 刘
起釪先生在《尚书校释译论》中列出了两种理解:
《殷本纪》作“不虞知天性”，段玉裁、陈乔枞等谓此为今文。“虞”，《尔雅·释言》释为
“度”，《集解》引郑玄释句为 “逆乱阴阳，不度天性”。然牟庭 《同文尚书》据 《白虎通·号
篇》“虞者，乐也”， 《文选·羽猎赋》注 “虞与娱古字通”。又孙诒让 《尚书骈枝》、章炳麟
《古文尚书拾遗定本》也都以 “虞”为 “娱”，皆以为 “不虞天性”就是 “不乐天性”。此释
较妥。②
刘先生选择乐生之义，天性即我们所谓生性，此义较古，应当从之。而对于天性所在的整句话，
也有两种理解: 一种是郑玄的解读: “王暴虐于民，使不得安食”③，则 “不虞天性，不迪率典”者
是民，是说商纣让他们无法乐生，因此憎恨并反抗其统治; 另一种是江声的解读: “我殷不得安食，
非言民不得安食”④。从刘先生对这句话的翻译来看，他采用了模糊处理，并不点明乐生者为谁。但
从该篇创作年代及其作者是周人还是商人的角度去分析，我们或许是可以得出答案的。刘先生指出，
“商人从来不称自己是‘衣’或 ‘殷’，而只自称为 ‘商’”⑤。所以，他认为本篇应是周人伪托而
作，且即便“不是周人所作，也可说明商人入周日久，已受周人很深的同化了”⑥。所以，这篇的祖
伊大概代表了周初人的思想。而与此情况类似的则是另一篇今文 《商书·盘庚中》，据说是盘庚动员
当时的贵族和国人迁都时说的，其中有这样的文句:
予念我先神后之劳尔先，予丕克羞尔，用怀尔，然。失于政，陈于兹，高后丕乃崇降罪疾，
曰: “曷虐朕民
獉獉獉獉
?”汝万民乃不生生
獉獉
，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与汝罪疾，曰: “曷不暨朕幼孙
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罚汝，汝罔能迪。……往哉! 生生! 今予将试以汝迁，永建乃家。
( 刘起釪翻译: 我想起我们的先王使用你们的先人，就记挂你们，要养育得你们好好的。是这样
的呵! 可是由于没处理好，延到现在还住在这有灾难的地方，先王就重重地降下责罚，说道:
“你为什么要这样地虐待我的人民呢?”若是你们无数人民不肯去孜孜努力求取美好的生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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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需要注意，这里的民、人民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全体人民，而主要指居住在国都附近的“乡”中的自由公民，确切地说是国
人，他们享有政治和经济权利，承担生产和军事任务。参见杨宽: 《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420－425 页。
③④⑤⑥ 顾颉刚，刘起釪: 《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 年，第 1051 页，第 1051 页，第 1051 页，第 1069 页，第 10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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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心迁去，先王便要重重地责罚你们，说道: “你们为什么不和我幼小的孙儿同心协力，却对
他三心二意呢? 上帝绝不会饶恕你们的，你们也决没有法子可以避免这个责罚。……去吧! 努力
追求美好的生活吧! 现在我要把你们迁过去了; 在那边，希望一劳永逸地建立好你们的家国。①)
对于这篇文献，刘先生的看法也认为是周初伪作。裘锡珪先生也说: “《商书》用词行文的习惯，
往往与甲骨卜辞不合，如 《盘庚》喜欢用 ‘民’字，在卜辞中却还没有发现过同样用法的 ‘民’
字。”② 结合两篇分析，可知民之乐生乃周人自有之思想，却又伪托商人表述出来。而上引 《盘庚》
篇中对民的严厉威胁，说些天会降罚的话语，则是模仿商人笔调; 抑或原有一些商人文献材料，周人
又再以民意、生生之论润色之，也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如此则 《西伯戡黎》中不得虞性乐生者，
也应是民，而这是周人思想。
至于在周人自己的文献中，则大可不必如此曲折，民意、天命早就牢牢地固结在一起，成为君德
的标准了。且看:
今文《周书·大诰》: 肆予大化诱我友邦君，天棐忱辞
獉獉獉獉
，其考我民
獉獉獉獉
，予曷其不于前宁人图功
攸终? ( 刘起釪翻译: 所以我要深切地告诫各个邦君们，老天爷并不是随便信任我个人的，它只
是为了要安定我们人民的原故才有这样的表示的。我怎么敢不为先王遗下的伟大功业争取一个最
后的胜利呢?③ )
今文《周书·君奭》: 周公若曰: “君奭! 弗吊天降丧于殷，殷既坠厥命，我有周既受。我
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祥。呜呼! 君已曰时我，我亦不敢
宁于上帝命，弗永远念天威越我民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 罔尤违
獉獉獉
，惟人
獉獉
。在我后嗣子孙，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
在家，不知天命不易
獉獉獉獉
，天难谌
獉獉獉
，乃其坠命，弗克经历。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
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又曰: “天不可信
獉獉獉獉
，我道惟宁王德延
獉獉獉獉獉獉獉
，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
( 刘起釪译: 周公这样说: “君奭呵! 由于殷人干尽了坏事，所以老天把丧亡之祸降给了殷人。
现在殷人已堕失了他们的天命，由我有周承受了，但我不敢说我有周已开始的基业就能这样可靠
地永远美好下去; 也由于即使天是不可信赖的，我也不敢说我们有周的国运最后必然是不美好
的。唉! 您已说同意我的看法对，我也不敢以为可以安然信赖于天命，也不敢不长远敬念上天之
威严与我下民，不尤怨于人呀! 倘使我们后嗣子孙不能奉承天地上下，不能继承发扬文王武王之
光辉事业，不知天命之不易，那就天也难于信赖，就会堕失自己的天命! 因而不能继续经营文王
武王的大业，也无从恭奉他们的明德了。现在我小子旦，不能有所匡正于上，惟有以文王武王之
光烈移于我们的好小子 ( 成王) 身上了。”周公又说道: “天是不可无条件信赖的，只有我们继
承和发展文王之德所孕育的光辉大业，才会使上天不厌弃文王受的大命。”④ )
今文《周书·召诰》: 呜呼! 天亦哀于四方民
獉獉獉獉獉獉獉
，其眷命用懋。……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
( 王引之《经义述闻》: 不以小民非彝而殄戮之者，先教化而后刑罚也用此治民乃能有功。⑤ ) ，
亦敢殄戮用乂民。
今文《周书·洛诰》: 公曰: “已! 汝惟冲子，惟终。汝其敬识百辟享，亦识其有不享。享
多仪，仪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
獉獉獉獉獉獉
，惟事其爽侮
獉獉獉獉獉
。乃惟孺子颁，朕不暇
听。朕教汝于棐民彝
獉獉獉獉獉獉獉
，汝乃是不蘉，乃时惟不永哉! 笃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废乃命。汝往敬
哉! 兹予其明农哉! 彼裕我民
獉獉獉獉
，无远用戾
獉獉獉獉
。” ( 李民、王健译: 周公说: “唉! 您作为年轻人，要
考虑完成先王的事业，要认真观察诸侯们觐见时的贡享，也要记下那些未曾贡享的者侯。贡享应
当重视礼仪。如果贡品丰富却忽略礼仪，也可以说和没有贡享一样。他们没有用心于贡享，所以
民众就说他们不遵守贡享之礼，这样王事就会受到轻慢，并出现差错。希望年轻的王赶快前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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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④⑤ 顾颉刚，刘起釪: 《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 年，第 950－951 页，第 1283 页，第 1593 页，第 1443 页。
裘锡珪: 《谈地下材料在古籍中的作用》，转引自顾颉刚，刘起釪: 《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 年，第 954－965 页。
担政务，我无暇顾及那么多政事。我教给您辅助民众的常法，您如果不努力去做，您的统治就不
会长久啊。厚待您的同姓诸侯，使他们无不像我一样，不敢废弃您的命令。您前往洛邑要恭敬谨
慎啊! 在这里我们要勤勉努力啊。同姓诸侯教导我们的民众，这样无论多远，民众也会来归附
您的。”① )
今文《周书·康诰》: 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祇祇，威威，显
民。……天畏棐忱; 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乂民。……呜呼!
封，敬明乃罚。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
罪，非终，乃惟眚灾，適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惟民其敕懋和。若有疾，惟民其毕
弃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杀人，无或刑人杀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无或劓刵
人。( 解见下文)
从上引佶屈聱牙的文字中，我们可以得出这些作者 ( 据说是周公、召公) 有如下政治思想:
1． 天命在民意 ( “天棐忱辞，其考我民”，“永远念天威越我民” ) 。
2． 掌握民意 /顺应天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 “天命不易，天难谌” ) 。
3． 人民的疾苦是要关心的 ( “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 ) 。
4． 人民的幸福 /欲望是多歧的，而这正是天命难测的根源。对于民欲，需要极小心地处理。首
先，应当保持宽容 ( “勿以小民淫用非彝” ) 。其次，应查明其罪过，若是无心之过，罪虽大也应留
给一条生路 ( “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適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 ) ; 若是有心之过，
且是一贯，更成为人民的坏榜样，则罪虽小也要坚决处罚 ( “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
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 ) 。还有一点很关键，即法律要让人民知道 ( “威威，显民” ) 。
这种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其实正建立在对生性 /情欲的充分理解之上。善和恶的标准，并不在
于有无情欲或欲望大小，而在于情欲是否能与社会其他主体相和谐，情欲本身是被肯定的，这就把民
生放在了第一位。以生性为基础，天命、民意、君德就被统合在了一起，形成一种主体间性思想: 君
主应引导百姓共同足欲，这是顺天命、合民意。但由于社会资源是有限的，所以每个人都不可能穷尽
其欲，这就需要有德明君以己度人地理解民欲，又通过其智慧手段来妥善引导、调节民欲，在必要时
施以刑罚，使社会情欲在一个历史时期内得到合理地、最大化地满足，从而百姓乐从、四方来服。这
样的政治理念，即便放在今日世界恐亦不失其合理性。唯一的难点在于有没有这样的调节者，这是非
有大德性、大智慧，且能大力学行之人而不克当之的。故此 《周书·召诰》曰: “今天其命哲”。在
古代社会这显然是很难的。
二、春秋文献中的气性概念组: 主体间性向主体性的滑落
所以到西周后期，生性概念组开始分裂，主体间性失落了。一是君德崩溃，周王专利。这显著体
现在厉、幽二王身上，他们是“疾威上帝，其命多辟” ( 《大雅·荡》 ) 。二是随着经济发展，社会
矛盾激化、贫富差距拉大，民意协调也变得愈来愈困难。《小雅·正月》就反映了幽王时期一位底层
官吏对上层统治者的怨憎，“彼有旨酒，又有嘉殽。……念我独无，忧心殷殷”。贫富分化不应被仅
仅视为罪恶，而要首先注意到这往往是经济发展的产物。西周初年政局动荡，民心思安但求温饱，那
时的民意是好顺应的、天命是好承继的; 西周末年则不然，经济发展带来情欲多歧，饱暖则思淫欲。
即如宣王中兴，亦只昙花一现，最终还是输在籍田问题上的民意分歧，所以西周还是衰败了。这是历
史的局限与无奈。而随着君、民的异化，联结君德与民意的天命，也变得迷离难测 ( 《大雅·抑》: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 ) 和充满危机 ( 《大雅·板》: “天之方虐，无然谑谑” ) 。但这不过是西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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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民，王健: 《尚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 299 页。
以气代天和仪礼分裂背景下的孔子民德守护 儒学研究
贵族利用天来表达自身既厌恶君主又惧怕国人暴动的矛盾心理而已。
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是这一过程的进一步发展。学界普遍认同西周政治是以礼为中心的人文政
治。在周初政治文献如《洛诰》《君奭》中，礼多指宗教仪式，用于祭祀神明祖先，这是继承殷礼
的。与之相关的还有彝的概念。但徐复观先生认为礼主祭祀、彝主道德，是毫无关系的:
归纳起来，( 彝) 包括有“常”字的意义，如“彝酒”“彝训”“彝教”者是。有的是法典、
规范的意义，如“殷彝”“非彝”者是。而《酒诰》的“非彝”，系以上文的“纵淫浃”及连同
下文的“用燕丧威仪”为其内容，则是一般生活中的威仪亦称为彝。就 《康诰》 “民彝”的上
文“矧惟不孝不友”数语观之，则孝友之德，也包括在彝里面。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周
初的所谓彝，完全系“人文”的观念，与祭祀毫无关系。……春秋时代所称的 “周公制周礼”，
惟“仪”的观念足以当之; 而周初以宗教仪式为主的礼的观念，决不足以当此。①
这种看法乃是受天、人二分西方思想影响的产物，但在周人看来，天、人却密不可分。统治者正
是利用祭祀、大蒐、籍田、乡饮酒礼等仪式性活动使君、天、民充分沟通，如籍田之礼，就包含生产
的督促和民心的团结，籍田的收获除供祭祀之用以外，还要施舍给穷困农夫，用于社会救济②。再如
《孟子·梁惠王下》就引述晏子之论巡狩之礼，曰: “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 诸侯朝
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 吾王不
游，吾何以休? 吾王不豫，吾何以助? 一游一豫，为诸侯度。”补不足、助不给，亦可见礼与民生和
道德的关系。孔子亦曾嘉许公西华 “愿学焉! 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的政治理
想，认为“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 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 《论语·先进》 ) 所以，礼作为
制度形式，彝作为道德内涵，乃是表里互用之关系，是不应被分裂看待的。礼崩乐坏则是二者的同时
崩坏。表面看来这是诸侯卿大夫僭越的产物; 深层看来则是天命、民意和主体间性的一并遗失。宣公
三年楚王问鼎，实有争霸之意，他关心的不是治国爱民，而是凌驾诸侯的政治权威。于是，礼作为形
式就从主体间性的民德仪式转变为主体性的君威仪式; 而彝作为内涵则脱离形式，转变成一种主体性
的个人道德。但主体性的确立，还需要更为基础的哲学范式转化，那便是春秋时代的以气代天和气性
对生性的彻底取代。
在《左传》中，我们仍能看到一些生性概念的主体间性思想，它们大多出现于春秋前中期。
比如:
桓公六年: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庄公三二年: 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凉
馋，其何土之能得?
文公七年: 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
昭公十九年: 吾闻抚民者，节用于内，而树德于外，民乐其性，而无寇仇。今宫室无量，民
人日骇，劳罢死转，忘寝与食，非抚之也。
但气性概念及主体性思想也开始生成。《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了刘康公论气的一段话:
吾闻之: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之以
福 ( 杜注: 养威仪以致福) ，不能者败以取祸。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勤礼莫如致敬，尽力
莫如敦笃。敬在养神，笃在守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今
成子惰，弃其命矣，惰则失中和之气。其不反乎!
康公发此语是因为成子不循祭祀之礼，但勤礼致敬是为了养神，养神是为了定命，说到底是为了
个人，可以说是一种自求多福的私德仪式。仪式是为社会公益开展的，倘只为个人修福，则大可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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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此周章，越清净越宜于自修。所以，后来子大叔干脆主张仪礼不同、弃仪取礼，实承此而下达。另
外，康公认为“民受天地之中”而生，“中”就是 “中和之气”。这里含有两个重要转变，一是以气
代天，从天生万物变成了受气自生。二是以气性代生性，不言“中和之性”而曰“中和之气”。可惜
这里论得还不够明晰。我们不妨再参考《左传·昭公元年》医和从医学角度对气作出的更精密论述:
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
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
明淫心疾。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
这就道出了气和天的差异: 天重在生成之本源，是从万物共生的主体间性、群体性视角看的; 气
重在生成之结果，是从一物自生的主体性、个体性视角看的，强调主体内部的阴阳平衡。视角的转换
带来了善恶标准的变革: 从天和生性角度看，首先应肯定每个主体的生存和情欲; 其次则是从主体间
共生关系上考虑情欲善恶，对伤害他人的情欲加以抑制，对与人和谐的情欲加以肯定。但若从气和气
性的角度看，由于缺失他主体维度，也就丧失了相对、动态的价值参照系，对情欲的判断标准就从质
的关系变为量的多寡 ( 淫与不淫) ，成了一种绝对标准。而这进一步发展，就成了 《左传·昭公二十
五年》子大叔所论的新礼和新人性:
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对曰: “是仪也，非礼也。”
简子曰: “敢问何谓礼?”对曰: “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 ‘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
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
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
“是故为礼以奉之: 为六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 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 为
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 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 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 为
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亚，以象天明; 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 为刑罚、
威狱，使民畏忌，以类其震曜杀戮; 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
“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 哀有哭泣，乐有歌
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 喜生于好，怒生于恶。是故审行信令，祸福赏罚，以制死生。生，好
物也; 死，恶物也; 好物，乐也; 恶物，哀也。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
简子曰: “甚哉，礼之大也!”对曰: “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
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简子曰: “鞅也请终身守此言也。”
子大叔直接表明仪和礼不同，要弃仪取礼①。这令简子疑惑，于是子大叔进一步结合气论阐述了
他的新礼义。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已知，气性是主体性，现在子大叔指出它是二歧的，一种是善的气
性，即主体情欲合礼、有度，又称为 “天地之性” ( 我们不妨简称其为天性。本文开篇所引许慎
“性。人之阳气，性善者也”实亦出于此系统，正即此天性) ; 一种是恶的气性，即主体情欲非礼、
无度，子大叔甚至不愿给它称谓，认为这不是性，论为“淫则昏乱，民失其性” ( 这又是上承医和的
“淫生六疾”说) 。这样，礼就成了气性善恶的法则，其核心在于节制情欲，这便是子大叔的新礼义。
这样一来，礼和情欲的关系变得极为紧张，它成了一套与社会情欲发展不相适应的僵化的制度，本质
上则是违背人性的。依着这个思路，也就不难理解 《礼记·乐记·乐本》篇中把情欲既论为性又论
为非性的矛盾了:
乐者，音之所由生也; 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
者，其声嘽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
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
獉獉獉
，感于物而后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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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礼、彝、仪这几个概念在本文所征引的文献中多次出现，且不断转义，实有必要厘清: 子大叔说的仪，即周初祭祀之礼。
子大叔说的礼，即周初人文之彝，但其主体间性的生生内涵已被主体性的节性所替换。
以气代天和仪礼分裂背景下的孔子民德守护 儒学研究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 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
獉獉獉獉
。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
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
人生而静，情欲寡淡，这是 “天之性”; 长而动，情欲转浓，这是 “性之欲”，但它又被视为
“非性也”。礼和情欲的紧张关系已发展到用天性否定气性的地步了。《乐记》是一个集合战国时期很
多关于音乐的论文而成的本子，其最早的编纂者应为河间献王①。但学界仍视其为一人之作，且为其
年代和作者争论不休，主流意见认为它是公孙尼子所作，郭沫若、蒋伯潜、杨公骥、李学勤等均持此
说; 但也有学者认为《乐记》中的气论思想要到汉代才有②，他们的主要依据是其中的阴阳五行思想
并非战国时内容，但若结合上引 《左传》材料我们不难发现，气论和阴阳思想至少在子大叔时代就
已发展得颇为完整了。笔者以为上引 《乐本》篇应是公孙尼子所作，他是孔、孟之间的儒学宗师。
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也记载过他关于养气的言论，既与上引无悖，也与子大叔无异。王
充《论衡》又载“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情性，与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恶”，
一并提到的几位都是七十子儒学宗师。所谓善恶，正是天性善气性恶，他们都是秉持主体性思想的。
这种人生而静的思想肯定初生婴儿态，却戒备人生向社会面的成长和发展，可谓逆天取义。道家
思想在节制欲望方面也与公孙尼子同调。他们在春秋战国时代蔚然成风，孔子周游列国时碰到的隐士
大抵持论如此，他们对孔子的求仕行义冷嘲热讽，认为“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然
而孔子只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 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 《论语·微
子》 ) 。因为这些人虽然无为，究还是有道德操守的，与那些问鼎中原或杀父弑君的野心家相比好多
了，所以孔子对他们始终充满敬意。只是他们愈演愈烈，更以此种学问要君授徒，尤在齐稷下学宫中
充斥洋溢，这便有误国误民之虞。所以终于出现了孟子批判陈仲蚓操，荀子批判觙子自空、宋钘寡欲
的言论，这些批判的核心都在于质问人岂能无欲。
据陆德明说，《礼记·缁衣》也是公孙尼子所作③。这篇着重谈君德，却与周初与民同乐的君德
不同，而是威仪堂堂、作民表率的君德。开篇便说 “为上易事也，为下易知也，则刑不烦矣。……
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 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这是说礼胜于法，
因礼简明易知，民可以很好地遵它行事; 若如法一般繁杂，民将无所适从矣。但什么样的君主才可以
制定出这样好的礼呢? “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恶，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原
来是以节制情欲为民表率。这里的逻辑非常奇怪，它认为人民是君主情欲的翻倍器，君主衣帛食肉，
人民就要奇装异服、鱼翅燕窝。所以，君主必须话很少说、事很少做，因为做得越多越没威仪，人民
也翻倍得越坏，“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虑其所终，而行必稽其所敝; 则民谨于言而慎
于行。《诗》云: ‘慎尔出话，敬尔威仪。’”人民既是这样情欲未满，又怎能教得成呢? 所以 “禹
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岂必尽仁?”郑玄注为 “言百姓效禹为仁，非本性能仁也”。可见，人民的
本性很坏，虽然其中的大多数能在表面上做到仁，心里就不尽然了。这和孟子、荀子主张人人都可以
为禹舜大相径庭 ( 《孟子·尽心上》说“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
者乎”，并不认为人民富裕是有害的) 。 《缁衣》篇可说是把 《乐记》中的主体清修功夫推而广之，
先推给君主，再想方设法推给人民。可人民实在办不到，因为有欲有为才有饭吃，所以就只能是
“岂必尽仁”了。
《礼记》虽说是儒家经典，可类似《乐记》《缁衣》这样的篇目实在不少。康有为藉以阐发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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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少华: 《汉初〈礼记·乐记〉的版本材料与成书问题》，《孔子研究》2006 年第 6 期。
蔡仲德: 《〈乐记〉〈声无哀乐论〉注释与研究》，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 年; 章启群: 《论〈乐论〉与〈乐记〉的根本
区别———兼论占星学对于先秦儒家礼乐思想的冲击与整合》，《哲学研究》2010 年第 2 期; 姚春鹏，姚丹: 《从郭店楚简再论
〈乐记〉成书年代》，《孔子研究》2011 年第 4 期。
陆德明: 《经典释文》，转引自郑玄，孔颖达: 《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1750 页。
思想的《礼运》篇细读之下竟也一样。或人有疑，大同不正要天下同乐吗? 余以为称谓 “天下同”
则可，“乐”却未必然。南海先生作为一代宗师，其所阐发的思想固是瑰玮雄奇且切于时弊; 然其呼
吁宪政，要亦在一礼字尔。先生言曰: “今者，中国已小康矣，而不求进化，泥守旧方，是失孔子之
意，而大悖其道也”① ( 此判断施诸当时之中国或也并不尽然) 。而其进化之标的乃在 “礼者，犹希
腊之言宪法，特兼该神道，较广大耳。此篇明孔子礼治之本，大义微言多在”②。而 《礼运》篇所托
引孔子之言礼如下: “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诗》曰: ‘相
鼠有体，人而无礼; 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淆于地，列于鬼神……故圣人以
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识者详味，此与子大叔乃同唱一调，且先生更点明了这礼的实质
也还是法 ( 希腊宪法) ，不过是法化入心，成为道德而显得超越于法，目的在于使人民心悦诚服地按
一种外在律条行事，康公称其为“文明之法”。《礼运》则描述此状态为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
于己;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只出力，不享受，这实在是尼采所感叹的一种人性的、太人
性的理想，它的道德境界已超绝个体生命之上，缥缈入神，诚非人民所能企及者，又或许这便是孔子
所称引的“诚不以富，亦只以异” ( 《论语·颜渊》 ) 者乎? 总之，此礼既出，气必随至。果然该篇
说: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谈礼谈气，就是要把情欲断案
得明明白白，然而倘若法不以情欲关怀为本，是否终将毁伤人性天然呢? 《礼运》篇如此论礼，其与
今文《尚书》的民生思想实相违背，而主今文学的康公却格外看重该篇，这是一种矛盾。不过，在其老
师廖平那里，这篇却是被算为今古文混杂之作的③，然而廖是否知解共生足欲的意思，余意恐未必然。
这里不妨再谈一下晋人梅赜的伪古文 《尚书》。《大禹谟》和 《乐记》一样，将气性称为人心，
其合礼而善者称为道心，并视道心为精一。《商书·咸有一德》与之同调，认为 “天佑于一德……民
归于一德。德惟一，动罔不吉; 德二三，动罔不凶。”“精一”、“一德”和道家的 “道生一”实出一
脉，都主张从物质世界收摄退守内心，体察 “人生而静”的无欲无为气象。而主体间性的共生理想
却不会产生这种静和一，相反，它追求多，要求主体以博爱之心广泛地见闻万物，再通过沉静思索，
找出一条最适合万物发展的道路。所以孟子明确批判这种执一的思想家子莫子，说: “子莫执中，执
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 ( 《尽心下》 ) 荀子进
一步指出: “心生而有知，知而有异; 异也者，同时兼知之; 同时兼知之，两也; 然而有所谓一; 不
以夫一害此一谓之壹。心卧则梦，偷则自行，使之则谋; 故心未尝不动也; 然而有所谓静; 不以梦剧
乱知谓之静。” ( 《解蔽》 ) 这里当然也有一，却是兼知而守贞之一④; 也有静，却是动而不乱之静。
这是儒学的理路，宋代道学亦如此。虽然他们大量使用天性气性、人心道心、惟精惟一等概念，但都
已将其内涵通过周敦颐太极说、张载气论和二程理一分殊说加以改造，认为人心道心通为一心⑤，气
性天性本为一性⑥，静中不仅有物⑦而且须见须闻⑧，这便从子大叔、公孙尼子、道家及其后的中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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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康有为: 《礼运注》，《康有为全集》 ( 第五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553 页，第 554 页。
廖平: 《今古学考卷上》，《廖平全集》 ( 第一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第 32 页。
对于荀子虚壹静心法的解读，可参廖明春: 《荀子“虚壹而静”说新释》，《荀子新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225－234 页。
《朱子语类》卷四，论人心道心，“‘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都是心，不成只道心是心，人心不是心”。《朱子语类》卷十二，
论佛家作用是性，“人心是个无拣择底心，道心是个有拣择底心。佛氏也不可谓之邪，只是个无拣择底心。到心存时，已无大
段不是处了”。见朱熹: 《朱子全书》 ( 第十四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192 页，第 383 页。
张载在《正蒙·乾称》论天性气性，“有无虚实，通为一物者。性也不能为一，非尽性也。饮食男女皆性也，是乌可灭? 然
则有无皆性也，是岂无对? 庄老、浮屠为此说久矣，果畅真理乎?”见《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 年，第 63 页。
《二程遗书》卷十八，程颐曰: “静中须有物始得。这里便是难处，学者莫且先理会得敬，能敬则知此矣。”见程颢，程颐
《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 年，第 201 页。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八《答吕子约书》: “盖心之有知，与耳之有闻、目之有见，为一等时节: 虽未发而未尝无”。见
朱熹: 《朱子全书》 ( 第二十二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2223 页。
以气代天和仪礼分裂背景下的孔子民德守护 儒学研究
乘佛教思想回转到了儒家初义，即肯定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动。而在这个回转过程中，孔子起了重要作
用，在那个以气代天、仪礼分裂的主体性时代里，孔子却主张复礼、仁爱、知人，这便如同一座灯
塔，引导着后来的中国哲学迷航者们重寻人性的方向。这一切则要从孔子的民德守护说起。
三、孔子的民德守护: 以仁沟通天－气概念组
孔子大约是子大叔同时代的人，子大叔弃仪从礼的时候，孔子三十五岁，还是个年轻人。孔子走
的是一条和子大叔完全不同的路线，他要“复礼”，也就是追回礼彝互用的周初政治，其根本诉求在
于“梦见周公”，即以寻回民意、天命为己任。此时天已退场，且孔子无位，本着 “君子思不出其
位”的原则，孔子罕言天命，以至子贡表示“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 《公治长》 ) 。
但孔子对天命实非常清楚，首先，他教育弟子“君子有三畏: 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 《季
氏》 ) ，这才引发了子贡对天命的追问，虽然孔子表示“予欲无言”，可随即又对子贡说“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 《阳货》 ) 这段话其实已明确道出了天命内涵，那就是 “百物
生焉”的生生理想。后来 《中庸》更进一步说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就天命之 “大德”点明出
来，《易传》“生生之谓易”亦同于此。子贡 “不可得而闻”，或是他还不能领悟及此，这是我们消
极的理解; 或是他已深刻体会，知道此种共生之理不是听闻讲说便可领会的，而必须体物不遗、终身
践行，这是我们积极的理解，也是孔子所以罕言天命的更深层原因。
孔子自己也是选择从仁下手而非直取天命。樊迟问仁、知，孔子答以爱人和知人。这正是在转述
周公的民意政治思想: 君主应当关爱百姓，厚其生性，但基于社会资源有限，欲望不能穷尽，所以又
应当知人，合理分配使各自情欲在最大程度上满足。爱人、知人都是主体性活动，爱人是一种道德情
欲 ( 希望他人与己同欲同乐) ，知人则是从爱人中生发出来的道德认识 ( 同情之理解) ，是爱人的延
伸，这就使主体间性的天命落实到了主体性上，把生性、气性升华为一种仁性。爱人知人的另一种说
法是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 《卫灵公》 ) 。《大学》对此加以演绎: “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
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但这对于追求“人生而静”的一派是很难理解的，因为他们只看向自己的
内心，一层层剥去世俗的情欲，剥到极致也就和普通人民天悬地隔，又哪会有什么真实的恕、爱、知
可言呢? 所以，仁是孔子积极吸收当时已经形成的气性 /主体性理论而又用生性 /主体间性理论对其加
以改造的产物，他把气论对情欲的戒备转化为对情欲的肯定和升华，最后着落在一个 “性”字上。
孔子固罕言性，但也明确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 《阳货》 ) 。“性相近”，是指人人都有情欲，
且情欲有个体差异，所以是相近而非全同的; 但通过道德升华 ( 爱和知) ，又完全可以交流沟通、互
相包容，正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如何兼容差异，既足己欲又不害人欲，这就需要 “习”。习的程
度大段有别，否则圣贤不会如此稀少; 但习的可能性却人人都有，《中庸》说 “夫妇之愚，可以与知
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 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
焉”，正是此意。经今古文学派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就是孔子之于文武周公的态度: 今文派认为孔子
是托古改制的革命哲学家; 古文派认为孔子是继承周公的保守历史家①。而以笔者视之，此皆有偏，
孔子实在是既复古又革新的。他正是利用仁这个概念，把周初的民意君德完全落实在了春秋时的主体
个人身上: 不止君主，人人都可以为尧舜，这是孔子最大的革新; 而为尧舜就是要为人人 ( 包括尧
舜自己) 的情欲满足而奋斗，这又是孔子最大的复古。伟哉斯人! 大哉斯人!
孔子对性 /情欲的态度，又可参考以下虽未言“性”乃实出之的文本:
《学而》: 子贡曰: “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 “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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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经今古文学之总结源于周予同先生，详参朱维铮编: 《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 ( 增订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24 页。
者也。”
《里仁》: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
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述而》: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述而》: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颜渊》: 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
也。“诚不以富，亦祗以异”。
《宪问》: 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宪问》: 邦有道，谷; 邦无道，谷，耻也。
《宪问》: ( 宪问: )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 “可以为难矣，仁则吾
不知也。”
富、贵、谷，都是情欲的代名词，这些是人生性所求而无可厚非。但求之之道却大有讲究，如把
自身情欲满足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如邦无道而富者，那是发国难财以自肥，这样的富贵孔子绝不
求。但若全无情欲，如原宪所谓 “欲不行”，孔子也并不肯定，只说这是很难的 ( 因为违背人性) ，
而未必是仁的要求。只有“富而好礼”最是光辉，即情欲的满足符合社会的、道德的公益。
可见，孔子的仁学根本上还是以人性为本、以情欲为基础的。而在这个基础上，孔子力主学、行
《诗》、《书》、礼、乐，以更好地爱人、知人。首先，在学习的方法上，孔子主张学思并用，“学而不
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但二者之中学更基础，“吾常终日不食，终夜不寐，以思，无益，不如学
也”( 《卫灵公》 ) 。力学求知是孔门入德之门，这点也体现在《大学》以格物为首上，荀子对学更格
外推重，惟孟子似谈得较少些，然此有其特定学派论争背景需另加辨证。孔子之学并非寻章摘句的专
门化研究，而必求学行合一，以实践避开知识的形式化沉沦。其次，就学习内容而言，“子所雅言:
诗、书、执礼” ( 《述而》 ) ，君子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 《泰伯》 ) ，这是层层进阶的。
《诗》既能锤炼言辞，也是出使专对的政治工具，更揭示了道德情欲的方向，此即 《左传·襄公二十
七年》赵文子告于叔向所谓“诗以言志”，荀子《儒效》所谓“诗言是其志也”。它是基础性的，但
言辞华美易流于形式，所以孔子对此格外戒备，要求“听其言而观其行”，空说可不行，“诵诗三百，
授之以政，不达; 使于四方，不能专对; 虽多，亦奚以为?” ( 《子路》 ) 《书》则是先代政事法典，
正是本文开篇所引佶屈聱牙的 《尚书》一类文字，学此可知先王之道，荀子所谓 “书言是其事也”
( 《儒效》 ) 。
《诗》《书》都是实体性的，体现在典籍中。礼、乐则是实践性的，故又称为 “执礼”。孔子所
主张的礼，既是主体个人的道德要求，也是主体间社群调节的规范化活动，个人和群体密合，仪彝重
新统一。“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 《雍也》 ) ，这说的是彝，亦即 “克己”，
是个人修养，子大叔所主张的礼被包含其中; 但“弗畔”一词又关切到一种社群性。“宗庙会同，非
诸侯而何” ( 《先进》 ) ，这说的是仪，但孔子反对空洞的君威或私德仪式，要追回周初的民德仪式，
此即“复礼”，所以感叹“能以礼让为国乎? 何有? 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 《里仁》 ) 又反问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 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 《阳货》 ) 郑玄注为: “言礼非但崇此玉帛而
已，所贵者，乃贵其安上治民。”① 可谓得之。孔子认为乐较礼更为究极，因为它更贴近人民的情欲
且能引导其和谐发展，其境界是众乐乐而非独乐，故将其安置在诗、礼之上，视为成者。孔子极好
乐，闻韶而三月不知肉味; 更尊敬乐者，见瞽者必作必趋。孔子的下学经过《诗》、《书》、礼、乐的
层层推进，终于可以上达，“不怨天，不由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 《宪问》 ) 所谓上
达就是对天命民意有广博切实的体认，“五十而知天命” ( 《为政》 ) ; 继而对仁性有发自内心的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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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气代天和仪礼分裂背景下的孔子民德守护 儒学研究
守，主体间性思想彻上彻下，“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 《为政》 ) 。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 《子罕》 ) ，笔者认为这句话或可用以解说孔子的哲学总纲。利即自然
情欲，这是人人都有且必须得到合理满足的，此不必言。命取决于主体对情欲的管理，从 《诗》、
《书》、礼、乐中所学的，都是如何管理情欲，是把个人情欲放置在社会中考量，与他人和谐共生呢?
还是无视他人满足私欲? 抑或逃离社会清净寡欲? 什么样的个人选择就有什么样的个人命运，因为天
命在民心，得民心者得天命，反之亦然。但由于春秋时期天命已失、民心已散，所以个人命运就格外
渺茫难测，比如孔子就既无人民支持，也乏君主肯定，但他却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 《宪问》 ) ，
在各种挫折下仍说出“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 《述而》 ) 这样积极的话语，这是对自身学
问、道德的坚定信念使然。在这种情形下孔子依然选择尽其在我者，“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以有
教无类、广开求学之门的方式，不断为社会播撒良知、化导民心，甚至有些改天换命的色彩，所以后
来才有荀子《天论》中“与制天命而用之”这样刚健进取精神的产生 ( 当然荀子这里指自然天) 。
如此为仁，便活出了本真的主体性; 而仁的关键是实干而非空谈，所以利、命、仁，孔子都 “罕
言”，但又都很清楚。这固然是孔子的伟大之处，但也是孔子学派的遗憾之处，因为孔子死后，儒分
为八，弟子中却少有能领悟其核心思想并与社会实践结合者，加之其他学派思想的引诱、羼杂，儒学
也终于变得驳杂起来，比如前文所引述的公孙尼子就可算是背离了孔子之道。所以到了后来，就连
“孔子”也可以问礼于老子，且竟能怅然自失地领悟出一些 “若一志”、“听以心”、“集虚”、“心斋”
这样的话来 ( 《庄子·天下》 ) ，天命、民意到底还是失守了。
而澄清异说的使命则落在了孟子和荀子身上。孔子的仁学大抵有两路: 一是爱人，二是知人。孟
子偏于爱人，荀子偏于知人，是在这两条道路上充分发挥却又渐行渐远者，然皆流出不远，所以他们
又有许多相似处。比如，都在自然情欲的基础上要求将其升华为道德情欲和道德理念; 都反对无所作
为的静中天性; 都秉持着强烈的真理使命感而不断与其他学派或儒学中的异说持续辩论着; 都和孔子
类似，一生郁郁不得志，以道德干谒君王、抛弃君王，不断地为民请命。孟子说 “谷与鱼鳖不可胜
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 《梁惠王上》 ) ，他一生
奉行的是“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 ( 《滕文公上》 ) 的人生信条。荀子说 “以从俗为善，
以货财为宝，以养生为己至道，是民德也。……平正和民之善，亿万之众而搏若一人: 如是，则可谓
圣人矣” ( 《儒效》 ) ，并引用“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 《王制》 ) 的
古语劝诫君王。这两位夫子可谓孔子之后续火传薪的新型民德守护者，实皆有大功于圣门者。而孟、
荀之后，这样的精神传递也不曾中断，此即儒家所谓道统。儒家思想的生命力是极顽强的，虽然时或
为法、道、玄、释所遮蔽或杂糅，但因其根脉牢牢扎在生生、天命、民意这组概念之中，所以总能在
民族危难之际应时而起，因为人民的声音是永远不会被淹没的。而这一继往开来的历史时至今日仍在
延续，如何从传统文化中去粗取精，并会通中西，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这也将是儒学研
究者的炽诚的天命!
( 责任编辑: 赵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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